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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欧洲战争权的法理基础及其嬗变：
从自由贸易到自由帝国主义

王　 博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１００００６）

〔摘　 要〕 　 １９ 世纪的欧洲以法国大革命孕育出的拿破仑战争开局，战后形成的“维也纳体系”奠定了“百年和

平”的基本国际法框架，然而，这种和平是以欧洲对外部世界的战争为代价来维持的。 随着内含商业优越论的文明

等级论逐渐流行，并由于国际法的实证化进一步固定下来，为欧洲人以商业作为战争理由对外发动战争提供了新

的法理基础。 英法等国意图通过帝国扩张来实现的普世性诉求受到非西方国家的顽强抵抗，战争理由与帝国理由

的结构性耦合使得战争法理论肩负起新的使命，战争权的法理基础从自由贸易嬗变为自由帝国主义。 作为中国近

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正好爆发于这一时期，英帝国对清政府开战本质上凭靠的就是自由贸易权。 １９ 世纪末，资本

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人类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国家沦为资产阶级寄生和谋利的工具。 地缘政治学

等学科的兴起，使得战争理由问题溢出法学的学科边界，此时，商业既是战争权的基础，又是制约战争的力量，甚至

变成战争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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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已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在 ２０２３ 年接受英国媒体《外交学人》的专访中认为，当前世界格局跟“一
战”之前非常相似。 众所周知，“一战”之前的欧洲经历过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最长的和平岁月，贯穿整个 １９ 世

纪。 １９ 世纪的欧洲以法国大革命孕育出的拿破仑战争开局，以维也纳体系奠定了欧洲“百年和平” （波兰尼

·８１·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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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基本国际法框架。 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Ｐｅｒｒ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的严格界定，１８１４ 到 １８５４
这“４０ 年和平”岁月也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第一次。〔 １ 〕 当然，所谓的“百年和平”并不是绝对的，只不过

这一个世纪的战争发生频率有了显著下降。 据统计，维也纳会议之后的 ９９ 年中，比上一个百年的战争频率低

１３％ ，此一时期大约每 ３． ３ 年发生一次战争，而之前百年中约 ２． ８ 年一次。 这一期间，巴黎和维也纳的调停者

之间只发生过 ４ 次规模不大的冲突，且并未对国际局势产生根本影响，不过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

的斗争从未止息。 大约半数以上的战争出于维护国家或帝国完整的理由，同时，民族解放和民族合并等新的争

议问题比例也居高不下。 可以说，１９ 世纪是一个创建国家的时代，也是一个毁灭帝国的时代。〔 ２ 〕

需要指出的是，时间意义上的 １９ 世纪和思想史意义上的 １９ 世纪并不完全重合。 思想史分期是一件很棘

手的任务，正如沃格林在谈论欧洲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史时所说：“无论在制度还是智识的层次上，都不存在前

后相继、泾渭分明的阶段。 特别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政治观念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发展阶段可言。 毋宁说，实
际形势是人们被战争搞得精疲力竭，因而接受了现实，随后在一种业已被公认但智识上未曾被洞察的现实形势

下展开了理论化的活动。”〔 ３ 〕 同理，战争法思想史意义上的 １９ 世纪在理论上也很难精确界定，我们只能做一

个大致的划分：即从法国大革命直到“一战”前，因此也被称为“漫长的 １９ 世纪”（霍布斯鲍姆语）。
虽然这一时期有关贸易和航海争议引发战争的比例大幅下降，且主要集中于俄国和土耳其在土耳其海峡

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得益于欧洲列强通过几个世纪的战争博弈创造出一系列国际惯例和条约规则暂时化解了

商业纠纷，但是这远不意味着商业问题在战争权法中的真正消失，可能只是早期殖民强国在建立帝国之后掩藏

了其锋芒，这颇符合启蒙主义宣扬的“政治正确”。
战争理由是战争权法理基础的集中表达，事关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以及战争的成败，非正义战争的发动者

往往会为战争付出高昂的代价，〔 ４ 〕 这在战争合法化的时代尤其重要。 商业作为欧洲战争权学说的正当理由早

在 １６ 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５ 〕 这一命题贯穿近代欧洲思想史。 时至 １９ 世纪，商业问题呈现出多种不同面相之

间的嬗变，如自由贸易、重商主义、新重商主义、自由帝国主义（或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 ６ 〕 等等。 面对同一场

战争，欧洲一流的思想家们态度并不一致。 至于对欧洲以外地区发动的各类殖民战争，更是众说纷纭，这些不

同立场和观点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可能性。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８０ 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８０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８０ 周年。 中国

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换来了如今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普遍安全机制的建

立。 以史为鉴，对于法律人而言，在战争硝烟依然没有消散的当今世界，回溯“一战”之前欧洲百年的战争法思

想史，认真对待那个时代战争与和平的国际法思想难题，重思那些通往和平之路的各种可能，意义不言而喻。

·９１·十九世纪欧洲战争权的法理基础及其嬗变：从自由贸易到自由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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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这两个概念视为同义词，“自由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装置本是对“大英第二帝国”的一种辩护模式，即“将帝国

的道德辩护与自由主义的改革纲领交织在了一起”，因此呈现了自由主义思潮突飞猛进的帝国背景，也揭示出 １９ 世纪自由主义

者易于被忽视的帝国主义面相。 “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词强调 １９ 世纪英帝国推行的以帝国权力保障“自由贸易”的一种全

球霸权秩序，侧重远洋交通线的控制而非传统帝国的领土占取。 相关研究参见〔美〕曼特娜：《帝国的辩解———亨利·梅因与自

由帝国主义的终结》，何俊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殷之光：《多种普遍性的世界时刻：１９ 世纪的全球史读法》，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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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拿破仑战争权引发的思想史公案：两位哲人的分歧

拿破仑战争（或曰反法同盟战争）是 １９ 世纪初欧洲的第一大战事，作为“大革命之子”，拿破仑的帝国主义

行动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巅峰。〔 ７ 〕 从大历史的视角观察，这一事件为近代欧洲自“三十年战争”之后第二次

大规模的法权秩序重组提供了历史契机。 时隔两百余年，胜负似乎已不再重要，值得今天学人关注的一点可能

在于，面对拿破仑的铁骑，同为德意志古典哲人的费希特（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 － １８１４）和黑格尔何以呈

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堪称思想史上一段公案。
虽然费希特在 １７９６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康德《论永久和平》的书评中认为：“绝不存在关于战争的国际法，

法就是和平。 战争根本不是合法的状态……大概从来也没有比战争法更荒唐的语词搭配了”，〔 ８ 〕 然而，在拿

破仑战争期间，他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却立足德意志本土，坚决捍卫着德意志民族的战争权，这些系

列演说构成了对德意志民族主体性的系统阐释，先于德意志真正统一个半世纪之前已表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

倾向。 从克劳塞维茨（Ｋａｒｌ Ｐｈｉｌｉｐ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ｖ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１７８０ － １８３１）１８０９ 年写给费希特的信和 １８１２ 年克劳

塞维茨写的《信念备忘录》可以看出，费希特可谓克劳塞维茨的精神教父，难怪有人说“克劳塞维茨是作为拿破

仑之敌才成为战争的政治理论的创始人的”。〔 ９ 〕

与费希特相反，黑格尔热情拥抱拿破仑战争权的合法性，视其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在其眼中，“拿破仑

的伟大之处在于，除了能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打倒，拿破仑是无敌的”。〔１０〕 因此，黑格尔也往往被贴上“好
战”的标签，当然，这种说法包含着对这位哲人的极大误解。 首先，黑格尔在一般层面总体性地肯定了战争的

伦理性，批驳了那种认为战争是“一种绝对罪恶和纯粹外在的偶然性”的观点。 在他看来，战争是国家伦理生

活的必要环节，是国家的伦理品格得以保证的主要手段，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
对于保持一个民族的伦理健康具有“崇高的意义”。〔１１〕 其次，他拒绝了自由主义的义务观念，认为其混淆了市

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重要分别，前者是商业自由精神驰骋的舞台，是“看不见的手”主宰的交易领域，后者则具

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城邦共同体内涵。 黑格尔拒绝对战争进行道德化的谴责，原因就在于“它使我们超出

于单纯的市民的联合以及其所扎根的物质性的财产与利益的能力”，〔１２〕 这颇类似于后世的尼采对战争的态

度。 最后，对黑格尔来说，战争依然是展现勇气等德性的契机。 古今之别只在于古代战士认为战争事关个人荣

誉和德性，现代战士则为了某种更为抽象的“理由”或理想而战，即使这种理由会使战士“失去自我”。 总之，现
代战争的德性具有抽象品格，因此，现代战争权的理由也具有抽象的特征，商业理由本身不属于传统的德性范

畴，而是市民社会的价值表达。 然而，从近代开始，商业问题与战争理由交织在一起，就使得政治国家与市民社

会更加难以区分。
进一步追问可以发现，这种含混性在根本上反映了黑格尔对于“陆地与海洋”所代表的不同生存方式的矛

盾观念，也包含了对待商业的矛盾态度。 事实上，黑格尔对国家的颂扬反映了其对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德意志

诸邦四分五裂局面的不满，对于拿破仑这位外来征服者的好感也与此密切相关。 他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写

道：“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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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 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

润，从事商业。 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裹

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 因

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１３〕

不同于费希特学说的“陆地性”特征，黑格尔对商业所代表的海洋生存方式的敬意跃然纸上。 黑格尔认

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向着“星辰大海”挺进，用自由贸易来谋取生路似乎是唯一的选择，而面对置身于海洋、
随时可能葬身于波涛的风险，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投入战斗似乎也不可避免，这完全不同于物产丰盈、靠天吃饭

的陆地生活。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奋发有为的一切大民族，它们都是向海洋进

取的。”〔１４〕 因此可以说，他对战争权的肯定是以商业理由为基础的。 在他看来，这种冒险开拓的进取精神一定

程度上证成了航海者的某种“高贵德性”。 结合当年大英帝国的全球布局不难想象，在海洋国家崛起的时空背

景下，作为传统陆地国臣民的黑格尔是怎样忧心忡忡地思考着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命运，就如同近代中国人在面

对海上来的“洋人”时的彷徨心态。
黑格尔对国际法不抱有太大希望，认为其不过是停留在应然层面的一系列道德律令。〔１５〕 除非存在超越于

万国之上的仲裁机构，否则国家的主权决断必然具有优先性，这的确是 １９ 世纪国家主义精神的经典表达。 同

时，黑格尔拒绝了正义战争的理论传统，但是，正如他在《法哲学原理》的结尾引用席勒的名言所揭示的那样：
世界历史即世界法庭，他对战争权的辩护理由最终依赖于他建构的一套具有终末论意味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

的战争法哲学是其国家理论和历史哲学的一部分，这种学说接续的是新教传统和西方法治主义的思想脉络，在
国际法与国家法之间建立起复杂的辩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不过是开辟现代立宪国家的使命承担者。
黑格尔清楚地看到市民社会和商品市场的过度繁荣会加剧人类的全面理性化和道德堕落，最终将彻底取消战

争权的法理基础，因为“再也不会有需要为之战斗的东西。 这代表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以及它的安全与利益

之于寻求斗争与战争中的卓越的政治国家的胜利。”〔１６〕 因此才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在这里，黑格

尔暗含的意思是商业贸易（市民社会）越发达，越需要战争来激发社会道德，这种看待商业与战争的观念与孟

德斯鸠恰好相反，后者认为商业繁荣会导向和平的理想。
商业是否会最终导致对战争权的否定姑且不论，但是在拿破仑战争中英法博弈的过程，很大程度上证成了

商业力量对于战争胜利的保障功能。 拿破仑在横扫欧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大英帝国这一劲敌，英国

正是凭借以商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隐蔽的霸权体系最终挫败了拿破仑的陆上军事力量。〔１７〕 战后建立起的维

也纳外交体系，以“普遍保证”和“担保外交”维持欧洲的和平秩序。〔１８〕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崩溃到维也纳

体系的建立，用安德森的话说，欧洲实现了基督教世界内部从大国均衡到大国协调的转变，〔１９〕 “法国大革命根

本挑战了领土国家间的实力均势，全面战争终结于 １８１５ 年的维也纳会议。 维也纳会议也改变了国际法的平衡

体系：不再是静态平衡，而是动态平衡；不再是各国固守领土边界，而是由大国的协调机制来进行调整”。〔２０〕

维也纳体系某种程度上也是动态的，因此更有弹性，１９ 世纪盛行的侵略战争的规范性进一步降低，任何领土变

动都必须建立在大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否则将会引发合法的单边或多边干涉。 但无论如何，１９ 世纪的欧洲

·１２·十九世纪欧洲战争权的法理基础及其嬗变：从自由贸易到自由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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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建立起了总体和平的国际法秩序。

二、战争法的实证化与文明等级论中的商业文明

在欧洲大陆爆发法国大革命的同年，面对政治观念领域日益强势的国家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又译国家理

由），帝国臣民边沁读着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中的“万国法”原理，萌生了创造一个全新理论范式的念头，
“国际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概念便应运而生。 这一概念将把战争法的所有议题纳入自身的论域，其诞生于民

族国家建构普遍完成之际，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政治的封闭性，在一定意义上，也标志着自然法思想在国际秩

序中的真正没落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全面兴起。〔２１〕 果然，１９ 世纪初，奥斯丁（Ｊｏｈｎ Ａｕｓｔｉｎ，１７９０ － １８５９）将法律

直接定义为“主权者的命令”。〔２２〕 在国际秩序的意义上，一种“超国家”的观念被“国家间”观念正式取代，从
此，不再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法”。 在现代国际法的理论通说中，将这一脉学说追溯到自贞提利（Ｇｅｎｔｉｌｉ）、苏
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Ｚｏｕｃｈｅ，１５９０ － １６６１）、宾刻舒克（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ｖｏｎ Ｂｙｎｋｅｒｓｈｏｅｋ，１６７３ － １７４３）、摩塞尔（ Ｊｏｈａｎｎ Ｊａｃｏｂ
Ｍｏｓｅｒ，１７０１ － １７８５）、黑格尔至马尔顿斯（Ｇｅｏ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Ｍａｒｔｅｎｓ，１７５６ － １８１２）和奥本海在内的思想源流

中。〔２３〕 据说，正是牛津大学教授苏支最早将“万民法（ｉｕ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翻译为“万国法（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从后世

的影响来看，以这一脉思想家为代表的国际法实证主义学派最终占得上风。
在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际法理论成了国家（公）法理论的分支，战争法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

这种对国际法的理解范式，也为后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二元分野埋下了伏笔，甚至成为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
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堪称“结构性悖论”。 从此以后，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任何国

际主义的理论建构都无法回避混合着实证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国家学说。〔２４〕

基于国家理由对战争理由的吸纳，国际体系在理论层面其实丧失了对战争权的约束机制，这意味着格劳秀

斯所代表的万民法传统日薄西山。 虽然从国际政治史的角度考察，商业对战争理由的支配力有所下降，但和平

的维系恰恰以殖民帝国强大的贸易网为后盾，欧陆国家的贸易问题仍然是搅动国际局势的持久因素。 例如，１９
世纪初的德国经济民族主义者李斯特十分重视国民经济观念，在国际上，主张法德联合抗英；在国内，他主张把

德国建设成为国际贸易强国，亦不同于费希特的“封闭贸易国”理想。 李斯特认为，像斯密那样不分国家大小、
强弱、文野，施行自由贸易必然导致严重的不公正，市场只有在和国家协调一致时，自由贸易才能发挥正面价

值。 然而，政治和经济并不总是一致，必须用政治意志使它们结合起来。〔２５〕 事实上，这是国际法“结构性悖

论”的又一确证，在后世的帝国主义批判中，这一悖论反复出现，也构成了战争权法理基础嬗变的基本动因。
边沁赞同卢梭对国际法公权力主体的限定，认为国际法调整的是包括战争在内的国家间行为，而私人之间

的贸易纠纷则归属于特定国家管辖。 在对待殖民战争和自由贸易的态度上，边沁大体分享了启蒙学者的共识，
他积极写就《普遍永久和平纲要》，坚决捍卫自由贸易，认为商业必然会带来和平。 “一切贸易从其本质来讲都

是有利的，甚至对于从中获益最少的一方来说也是如此。 一切战争本身就是毁灭性的；然而政府最大的用途却

是珍惜战争的机会，并为贸易戴上镣铐。”〔２６〕 同时，他反对殖民，反对用武力的方式强行推动文明开化，也反对

将英国法移植到殖民地。 不过，他反对殖民的理由却是典型“功利主义”的，主要认为在殖民活动中宗主国无

利可图，殖民无助于英国本土的经济发展和利益最大化。 功利主义最大程度地契合了商业资本的逻辑而非传

统政治逻辑，可量化的资本获得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合法地位，成为判断政治国家成败和强弱的根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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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从边沁到密尔的功利主义学派那里已经看不到在孟德斯鸠笔下还有的公民共和议

题。 密尔父子大体上沿袭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路，老密尔（Ｊａｍｅｓ Ｍｉｌｌ，１７７３ － １８３６）呼吁用国际仲裁而非战争

手段解决国际纠纷，受弗格森、斯密、米勒、休谟等一批苏格兰启蒙家的影响，他进一步阐释了“文明”的观念，
认为不同阶段的文明应该适用不同的制度，因此他反对英国法的移植。 而到了小密尔（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１８０６ －
１８７３）那里，文明与野蛮的话语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文明等级论开始流行起来。 在文明等级论和功利主义逻辑

的指导下，小密尔认为武力殖民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甚至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受到伤害也可以率先发动战

争，他放弃了边沁的反帝反殖民观点，直言不讳地为英帝国辩护，认为自由不适于“野蛮”或“不成熟”的民族，
不同的政体适合不同的民族，野蛮人甚至没有作为民族的权利，由此，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战争在道德上就

是不值得重视的。〔２７〕 可以说，从小密尔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１８、１９ 世纪之交自由主义者的帝国主义转向，他
的思想体现了战争权法理基础从温和的自由贸易到自由帝国主义的质变。

有学者指出：功利主义学说反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在根本上颠倒了战争权与和平权（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的顺序，在万国法传统中战争是事实性概念，而和平是规范性概念；而在新的国际法传统中，和平成了一种事实

状态，其维系凭靠的是国家意志和国家实力的博弈，战争反而成了一种最终可能打破和平的规范性概念。 这在

边沁拟定的永久和平十四项主张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例如第十一项主张认为“如果法国和英国能够完全达成

一致，为欧洲制定一个普遍且永久的和平计划的主要障碍便消除了”。 和平完全是大国基于国家理性对自身

利益考量的结果。〔２８〕 这种颠倒构成了困扰现代国际法学家的难题。 据考证，文野之辨虽然早在 １６ 世纪已经

在欧洲思想界流行起来，〔２９〕 但文明等级论直到到 １８０３ 年才由英国地理学家亚当斯（Ｔｈ． Ａｄａｍｓ）率先提出，接
着，丹麦裔法国地理学家布戎（Ｃｏｎｒａｄ Ｍａｌｔｅ － Ｂｒｕｎ）在其 １８１０ 年出版的《普通地理学》中沿袭了这种三级文明

分类，１２ 年之后，大型辞书《爱丁堡地名辞典》六卷本在英国出版，这本辞典将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划分为“蒙
昧”“野蛮”“半文明”和“文明”四个等级。 此时，英国中学地理教材中已经开始推广这种分类了。〔３０〕 在这种

背景下，推崇国际法的实证化等于是把文明等级论用实在法的形式加速固定下来，在国际关系领域就体现在欧

洲人与非欧洲的“落后”国家签订的各类不平等条约中。 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明确等级观念的国际法秩序，二
者的融合水到渠成。

然而，一方面，文明概念内涵的极大伸缩性便于欧洲人有效地排斥非欧洲国家适用“欧洲国际法”，从而建

构起一套以基督教为背景的欧洲内部的公法适用标准。〔３１〕 比如，１８６４ 年，传教士丁韪良（Ｍ．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将美

国法学家惠顿（Ｈｅｎ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的《国际法原理》（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翻译为中文《万国公法》。 在这

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西方法学著作中，国际法的适用范围被限制在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文明国家”之间，并认

为基督教国家与非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法”是不同的，惠顿的观点明显受到了功利主义学派的文明等级论的影

响。 再比如，瑞士公法学家伯伦知理（Ｂｌｕｎｔｃｈｌｉ Ｊｏｈａｎｎ Ｃａｓｐａｒ）〔３２〕 于 １８６８ 年出版了《文明国家的现代国际法》，
不久，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的俄国代表、法学家马顿斯（Ｆｅｄｏｒ Ｆｅｄｏｒｏｖｉｃｈ Ｍａｒｔｅｎｓ）也有同名作品问世。 此外，英
国法学家洛里默（Ｊａｍｅｓ Ｌｏｒｉｍｅｒ）在其 １８８３ 年出版的《国际法制度》中论及国际承认问题时，也将人类社会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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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ｃｉｖｉｌｉｓｅｄ）、野蛮（ｂａｒｂａｒｏｕｓ）与蒙昧（ｓａｖａｇｅ）三个部分并主张国际承认也应该分为三阶段进行，〔３３〕 呈现出

一种文明阶梯的图景。 １８８５ 年剑桥版的《国际法手册》直接将国际法定义为“决定文明国家一般主体在相互交

往过程中行为规则的总和”。〔３４〕 而 １８９９ 年和 １９０７ 年在海牙召开的是“文明国家”为代表的和平会议，会议制

定的战争法也只在“文明国家”之间适用。 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１９ 世纪国际法与文明等级论的紧密关联，反
映了近代国际法的特殊品质。 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一套意识形态话语，文明自然包括以新教

伦理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也包括 １８ 世纪启蒙思想家笔下充满优越感的“商业文明”。〔３５〕 以

商业文明、技术文明为代表的“高级文明”在文明等级论的加持下，在很大程度上证成了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并
为殖民战争提供了“文明”理由。 在这些文明标准的度量下，“未开化”的欧洲以外地区自然被判定为有待征服

或教化的人类社会了。 因此，非欧洲国家引进近代国际法不可能有效阻止欧洲人对其发动殖民战争，因为这种

战争权的法理基础恰恰潜藏在这样的国际法理论中，中国近代史证明了这一点。

三、殖民帝国的战争理由：以鸦片战争的合法性为例

早在 １８ 世纪中叶，欧洲就有开明精英指出，当前的欧洲海外帝国已经完全蜕变为获取财富而生的、贪得无

厌的机器，它对土著居民的福利和任何公共利益毫不关心。 结果是，他们只是成功地毁坏了当地人的生活，甚
至激起当地被殖民者的敌意，包括斯密在内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开始担心，所有这些对母国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

好处。 如果帝国要存续下去，就必须把自己转变成对所有居民都有利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 而实现这一目

标的唯一途径就是以商业取代征服。〔３６〕 尤其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洗礼，加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知识精英必须

为帝国的统治寻求新的合法性论证。 战争理由与帝国理由的结构性耦合使得战争法也肩负起新的使命。 战争

权的法理基础实际上嬗变为自由帝国主义，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欧洲以外世界———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历

史命运。 彭慕兰总结指出：“暴力不只作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而爆发，还充当自卫武器以对抗世界贸易。 １８５１ 年

到 １８７０ 年间，很多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就在三大洲爆发，包括美国的南北战争、法军入侵墨西哥、南美洲的巴

拉圭战争、印度的反英暴动、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３７〕 当然，英、法意图通过帝国扩张来实现的那种普世性诉

求受到了非西方国家的顽强抵抗。 此时，维多利亚悉心讨论过的那种欧洲人对欧洲以外世界的战争法已不见

踪影，那种普遍适用于所有群体的万民法也已烟消云散。 在一定意义上，“百年和平”是以欧洲对外部世界的

战争为代价来维持的。 １６ 世纪的《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中明确规定：“本初子午线的西部和北回归线的南部

……双方的暴力行为将不被视为触犯条约。”〔３８〕 这即是著名的“友好界线”。 “从这条线开始，迄今的欧洲国际

法所推动的战争禁令也失效了，为占取而行的争战肆无忌惮。 在这条线之外，一个‘海外的’区域开始了，这里

不存在战争的法律限制，所行的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３９〕 这一肇始于 １６ 世纪的欧洲战争法逻辑一直延

伸到 １９ 世纪。 按照维也纳体系建构起来的欧洲公法，不受约束的战争暴力充斥着欧洲以外的世界，然而那些

暴力是“合法的”。 因而，这种欧洲公法与其说是规范欧洲列强之间战争的法则，不如说是列强之间为了占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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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的战争宣言和内部的临时停战协定。 事实上，正是欧洲列强在海外殖民地的开疆拓土、利益交换，为欧

洲内部潜藏的暴力开辟了一定的释放空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好爆发于所谓的“４０ 年和平”期间，即是例

证。
（一）东印度公司的战争权

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汗牛充栋，无论这些研究在细节上分歧再大，基本共识都不否认这一战争和东印度公

司之间的密切关系（例如“东方远征军”问题）。 研究欧洲战争权法的基础变化，就需要从东印度公司的法律性

质说起。 东印度公司的法律性质非常复杂，但其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拥有自己的军队及对

外合法宣战的战争权。
首先，按照某些左翼史学的考证，中世纪已经有大量公司或非国家组织发动战争或征服的权利得到维护，

留下了许多“军事化贸易的文化先例”，基督教世界认可这样的“权利实体”。 欧洲进入近代，被简称为“东印度

公司”的企业也并非只有英国一家，比如荷兰、法国也有。 其次，严格来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最早性质上属于

私人特许公司，这是一种“典型的混合经济体，其将传统的主权特权（例如发动战争、进行外交、收税和免除刑

事司法）、私营公司的营利需求和股份制结合起来，弥合了‘公与私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市场与国家之间、国
内与国际之间’的分歧……既不是纯粹的私人经济体，也不仅仅是其母国的代理人”。 私人特许公司于伊丽莎

白时代的英国和荷兰在 １７ 世纪初首创，满足了殖民强国远程治理的需要。 再次，这种公司的特点是其创始宪

章是由君主或立法机关制定的；宪章规制保障商人垄断特定范围内某些商品的贸易特权。 然而，由于私人特许

公司不直接代表欧洲统治者，公司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自由调整外交政策，而不损害遥远的欧洲皇室的尊严。 因

此，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的需要，将自己定位为土著统治者的宗主、求助者或伙伴。 所以，其在近代资本主义全球

扩张的过程中拥有主权国家不具备的相对优势。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为何私人特许公司在对抗其主要机

构竞争对手（手无寸铁的散居商人、冒险家和集权政体）方面能取得的成功？ 因为其不仅使用暴力保护商行的

贸易，而且还采取进攻性手段实施垄断和攻击商业竞争对手”。〔４０〕

然而，私人特许公司的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生命力和国际秩序变迁以及宗主国的国力盛衰都息息相

关。 １８ 世纪晚期，由于主权国家能力的普遍加强以及管理成本过高等多方面因素，私人特许公司开始衰落。
菲利普斯（Ａｎｄｒｅｗ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与沙曼（ＪＣ Ｓｈａｒｍａｎ）认为：“私人特许公司衰落和解体标志着国家和公司之间职能、
权责的分离，确立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一个基本构成性分界。”〔４１〕 按照这种说法，１９ 世纪以来，国家和公司的职

能划分似乎又明晰了许多，果真如此吗？ 中英鸦片战争中的种种端倪表明，上述结论可能失之武断了。 私人特

许公司的种种优势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在英国议会拥有六分之一的席位，代表了商业资

产阶级“股东治国”的理想。 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地位与其对英帝国的贡献密切相关。 １７６５ 年，根据《阿拉哈巴

德条约》，莫卧儿皇帝将孟加拉等地除印钞权之外的行政管理权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征税权：
东印度公司被授予向 ２０００ 万人征税的权利。 １７６９ 年，该公司驻孟加拉大使在致股东的信中说：“你们的贸易

看上去更像是将钱源源不断输入英国的渠道。”〔４２〕 尤其莫卧儿帝国崩溃之后，东印度公司就顺利夺取了之前

帝国贵族手里的鸦片种植和贸易的垄断权。
伯克对东印度公司多有批评，并与印度总督黑斯廷斯（Ｗａｒｒｅｎ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展开过激烈争论，他抨击黑斯廷斯

已经是一个“装扮成商人的国家”里的暴君，而东印度公司本应是从属于大英帝国主权的延伸，现在却背叛了

英国本土的自由传统和人文理想。 黑斯廷斯的辩护充满实用主义色彩，无非是主张自己必须拥有军队来维护

和平，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帝国“贸易权”的顺利实现。 黑斯廷斯虽然没有被上议院定罪，但其代表的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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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却逐渐衰落下来，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新兴商业资产阶级以“贸易自由”反对“贸易垄断”的诉求。〔４３〕 申言

之，贸易权有两副面孔：在重商主义时代，贸易权和主权挂钩，强调贸易的排他性；而在重商主义退场时，却同样

容纳竞争者以自由贸易之名对自身的挤压和反噬。 后者正是鸦片战争前夕东印度公司面临的问题。
１９ 世纪上半叶，自由贸易政策在英国议会中占据上风，１８３３ 年颁布的《特许状法案》赋予从英国下议院崛

起的“自由商人”们新的贸易权，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权被限制，成为一个辅助性的行政机构，但军事职能（包括

战争权）被保留了下来。 １８４６ 年，曼彻斯特学派领袖科布登（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ｏｂｄｅｎ）和他的追随者共同废除了《谷物

法》，他们坚信自由贸易的明显优势将确保自由贸易的普遍采用，不需要帝国主义组织的强制推行。 商业将很

快把所有人民团结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纽带中，使战争变得不再可能。 他们一贯主张，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

最大限度地施行自由竞争，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国家和个人。〔４４〕 而深受功利主义学说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

义之父”斯宾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２０ － １９０３），虽然在其《社会学原理》中系统研究过战争与政治国家诞生的

关系，但他也是自由贸易和平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的确，此时的英国已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打
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的“自由商人”们是否就不再需要军队、追求实现远离战争的真正自由贸易呢？ 恰恰相

反，东印度公司根据《特许状法案》设立的“商务总监”一职，就是为了便于“‘自由商人’们将双边贸易中的风

险与维护贸易区域安全的职能全部推给英国政府，而将贸易的巨额利润据为己有”。〔４５〕 鸦片战争的逻辑正来

自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的“炮舰外交”，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Ｌｏｒｄ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１７８４ –

１８６５）就是典型代表。
（二）重思鸦片战争：以贸易之名

贸易权本身的合法性争议早在 １９ 世纪初就已经在国际法学中消失了，无需论证，只剩下各国具体的贸易

计算问题。 关于鸦片战争的合法性，１９ 世纪的美国国际法学家加德纳（Ｄａｎｉｅｌ Ｇａｒｄｎｅｒ）和吴尔玺（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Ｄ．
Ｗｏｏｌｓｅｙ）都对英国开战的做法表示谴责，但他们同时支持普遍的自由贸易权。 吴尔玺并不认为对外贸易构成

实证法上的义务，也不认为拒绝贸易的行为构成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一国不能强迫他国签订贸易条约，正
如一个人不能强迫另一人签订合同”。〔４６〕 与吴尔玺对贸易权的模糊论证不同，加德纳做了清晰的法律论证，
他说：“任何国家都没有与世隔绝的道德权利。 贸易和交往是造物主创造出来以服务于各国繁荣的必需品。
因此，根据自然法和国际法，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这一义务，并将他们享有的部分贡献给人类共同幸福的提升。
中国长期以来违背这一义务；而尽管她禁绝从印度进口鸦片的举动确实具有同国内法一样的法律效力，且任何

外国都无权对此干涉，但她错误的隔绝政策却迫使英国及其在鸦片贸易中的利益，去强行打开这一神圣帝国的

港口。 这引发了法国和大不列颠在中国发动的胜利战争。”〔４７〕

这番议论清晰地表明，加德纳支持用武力强行开展贸易，商业贸易毫无疑问成为战争权的基本理由。 据考

证，当年鸦片贸易系统的运作逻辑是这样是：“东印度公司垄断生产鸦片，成箱成批地在加尔各答拍卖会上拍

卖，私人买主用国营公司的船只把成箱的鸦片运到中国。 他们用代理商支付的银锭或银币支付给东印度公司

的中国办事处以换取印度或伦敦银行可兑换的外汇。”〔４８〕 这些打着国营旗号的私人代理商又称“国家公司”或
“国家商人”，他们充当了中国和东印度公司的中间人。 对于已经垄断了南亚次大陆鸦片市场的东印度公司而

言，也乐于怂恿这些个体商人参与商业合作。 为何东印度公司不直接与中国做生意呢？ 原因在于大量印度土

著吸食鸦片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于是，公司决定在对内限制鸦片消费的同时，增加对外鸦片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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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鸦片战争史的研究表明，１８３３ 年之后，正是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代理商们在打破东印度公司贸易

垄断之后逐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议价权”，试图操控英国“议会政治”，同时绕开清政府用华人商行对外贸的

监管，才引发了鸦片战争。 “在 １９ 世纪中期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同时，一个跨越国境，由鸦片贸易商、金融服

务商与政治代理人携手，建基于议会政治的‘深层政府’运行模式正在逐渐形成。”〔４９〕 新兴英国商人联合请愿

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就是以中国政府“破坏自由贸易”为理由，清政府的“禁毒”活动只是战争的借口或导火

索。 在英国对华大规模派兵之前，以鸦片商人集团和棉纺织业主集团为代表的自由商人们一直在游说政府官

员，不断强调他们的商业利益和英国国家利益绑在一起，义律为代表的鸦片商人缴出鸦片，目的就是使鸦片商

人的财产转化为英国政府的财产。〔５０〕 以致于英国军方也信誓旦旦地宣传鸦片本身是次要问题，他们竭力回避

“鸦片贸易”本身的非法性，也对国内宗教势力反对鸦片贸易的声音充耳不闻。
那么，西方人普遍坚持的自由贸易概念中到底能否当然地包含有“鸦片贸易”的内容呢？ 事实上，这种观

点也是说得通的。 只有了解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对鸦片的观念，才能理解战争理由背后的复杂性，这里多少有点

文明冲突的意味。 在 １８００ 年，西方医学界已普遍确立了鸦片的“药品”地位，其主要用于作镇静剂、镇痛剂，治
疗发烧、腹泻等疾病，而英国本土的鸦片需求也十分可观，广大的底层民众都把它当做“灵丹妙药”，“对于一般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服食鸦片就像喝酒或抽烟一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５１〕 １９ 世纪早期，鸦片很少

被作为社会问题来讨论。 据统计，从 １８３１ 到 １８５９ 年，英国本土的鸦片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 ２． ４％ ，进口和出口

贸易量持续增长，最大出口国为美国。 直到 １８６８ 年英国才出台《毒品药店法案》（Ｐｏｉ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Ａｃｔ），
将鸦片列入 １５ 种毒品之列。 而中国自 １７９９ 年嘉庆皇帝颁布禁令以来，鸦片就是既不得进出口、也不得种植销

售的违禁品。 然而，一种商品一旦变成违禁品，走私贸易往往不可避免，这也为新兴自由商人们提供了可乘之

机。 从 １８１１ 年到 １８３９ 年间，中英鸦片贸易总量至少翻了 ７ 倍。〔５２〕 总之，利益冲突与观念冲突交织在一起：在
清政府看来作为内政的“禁烟”或“禁毒”，在英国人眼里就成了破坏贸易自由，这种冲突难以调和。

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战争结束之后，自由商人们获得了两笔赔款，分别来自英国政府和清政

府。〔５３〕 众所周知，维多利亚女王治下 １９ 世纪的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获得赔款不啻意味着帝国

政府已被新兴自由商人敲诈和绑架。 两度出任首相的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在 １８４７ 年的小

说《唐克德》（Ｔａｎｃｒｅｄ）中还曾建议女王将首都从伦敦迁往德里，〔５４〕１８７６ 年他为英国女王发明了“印度皇帝”的
头衔，并直言：“英国实际上是亚洲大国，而非欧洲大国”。〔５５〕 在此，我们可以管窥麦金德对大英帝国崛起秘密

的分析：海洋红利，这是其不同于之前其他欧洲大陆帝国的典型特征，它必须维护好海上航道，并且保持“政
府、商界和财团之间的团结”，使得其商业帝国、军事帝国和海洋帝国的追求完美统一。〔５６〕 这就是所谓“殖民

帝国”的典型特征，这是一种新型帝国，与传统的帝国不同，殖民帝国并不在意领土的扩张与占取，而更重视贸

易线的畅通以保障资本输出和利润回流。 正如伍德（Ｅｌｌｅｎ Ｍｅｉｋｓｉｎｓ Ｗｏｏｄ）所言：“英格兰第一个目睹了资本主

义制度的产生，同样是英格兰创造了一种由资本主义逻辑所驱动的帝国主义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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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商人治国———从贸易到战争的逻辑》，《文化纵横》２０２０ 年 ４ 期，第 ７０ － ７９ 页。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１０ － １１４ 页。
〔美〕布思：《鸦片史》，任华梨译，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７９ 页。
〔美〕布思：《鸦片史》，任华梨译，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４０ 页。
关于商人提出的赔偿要求陈述，参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Ｏｐｉｕｍ 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Ｃａｐｔａｉｎ

Ｅｌｌｉｏｔ ａｔ Ｃａｎｔ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ｅｌｈａ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８４０． 关于自由商人对英国和中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问题在下议院进行

的讨论，参见 Ｈａｎｓａｒｄ ＨＣ Ｄｅｂ． ，ｖｏｌ． ６１，ｃｃ ７５９ － ９７，Ｍａｒｃｈ １７，１８４２．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ｉ．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ｕｋ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 ｈａｎｓａｒｄ ／ ｃｏｍｍｏｎｓ ／ １８４２ ／
ｍａｒ ／ １７ ／ ａｄｄｒｅｓｓ － ｔｏ － ｔｈｅ － ｃｒｏｗｎ －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ｒ．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

〔德〕施米特：《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林国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６０ 页。
转引自〔德〕施米特：《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论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１９３９）》，方旭译，林凡校，

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第 ５１ 辑）：《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华夏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２７ 页。
〔英〕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１８ 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１１５ 页。



对殖民地领土强有力剥夺的结合可能会与下面的提法相矛盾：即资本主义以经济剥削形式为特征，它与控制各

种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超经济形式不同。 与不以掠夺土地而只以获取贸易优先权为原则目标的商业帝国主

义相比，殖民可能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更为古老的、缺少资本主义成分的帝国形式。”〔５７〕

事实上，早在 １８３９ 年，牛津大学教授梅里维尔（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就明确指出：“贸易”才是理解殖民秩序

的核心。 “支撑这一核心的基础则是斯宾塞式社会进化论观点。 这一观点体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将物质发

展等同于道德正义的基本态度。”〔５８〕 简言之，发展即正义。 有了这样的正义观，将战争理由奠基于商业贸易之

上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强大的殖民帝国背后，隐藏着桀骜不驯的资本力量，自由商人们无所谓祖国，他们是真

正的自由主义理想中的“世界公民”，商业利益汇集之处就是他们的“王道乐土”，但在主权国家林立的 １９ 世

纪，他们又离不开国家政治力量的庇护，前述公司与国家之间的权责分开、职能分明只是二者深度合作的表象。
这正是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森（Ｈｏｂｓｏｎ，Ｊｏｈｎ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８５８ － １９４０）所说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寄生性”。〔５９〕 因

此，殖民帝国的战争理由本质上是帝国政治庇护下的“自由贸易”，即自由帝国主义。
究其根源，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理由跟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以英国为例，英国长期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外向

型经济建立在工业化的“先发优势”或“比较优势”基础上。 这可以解释大英“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的转

变，即为何在 １７ 世纪中叶以来英国议会出台《航海条例》推行重商主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英国商

人群体也普遍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 也可以解释为何英国从 １８ 世纪末到 １９ 世纪上半叶推行的自由贸易在第

二次工业革命后逐渐开始受到质疑：根源即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表现乏善可陈，面临快速崛起的美国和德

国廉价工业品的严峻挑战，英国不得不回归“新重商主义”。

四、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理由：跨学科的启示

１９ 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全面进入帝国主义时代。 按照列宁的经典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

后阶段。〔６０〕 此时，贸易与战争都彻头彻尾地成为国家政治的工具，不过，二者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因为资本

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也前所未有地受制于国际贸易。 当时，以博查

得（Ｅｄｗｉｎ Ｂｏｒｃｈａｒｄ，１８８４ － １９５１）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美国国际法协会（ＡＳＩＬ）成员拒绝在法律、政治与强力之

间做出严格的区分。 博查德某种程度上回到了一种中世纪的战争正当理由学说，他赞同芬威克（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ｅｎ⁃
ｗｉｃｋ，１８８０ － １９７３）关于将国际法扩展到经济事务的主张，认为战争的理由越来越集中在国家之间为商业或经

济利益而进行的不受限制的不公平竞争。 博查德认为必须关注战争理由，而不是更多的战争影响或缓和措施，
这才是未来“国际法复兴最迫切的发展需要”。〔６１〕 这不啻意味着商业贸易既可成为战争权的法理基础，又能

成为制约战争权的潜在力量。
（一）基于政治地理学的商业优越论

研究 １９ 世纪国家的战争理由，只关注国际法学者的论说是不够的。 １８ 世纪之前的学者往往将战争理由

的论题安置在正义战争的框架之下，进入实证主义时代以后，形而下的理论色彩笼罩着整个学界，战争理由受

到自然科学革命性成果的加速影响。 在战争法的理论谱系中，不能不提的是以德国学者拉采尔（Ｆｒｅｅｄｅｒｉｃｈ
Ｒａｔｚｅｌ，１８４４ － １９０４）、瑞典学者契伦（Ｒｕｄｏｌｆ Ｋｊｅｌｌéｎ，１８６４ － １９２２）和英国学者麦金德等为代表的欧洲地缘政治

·８２·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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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５１ 页。
殷之光：《帝国史中的辉格暗影》，《读书》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期，第 １３９ － １４６ 页。
〔英〕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６０ － ６５ 页。
〔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 － ３ 页。
Ｐａｏｌｏ Ａｍｏｒｏｓａ，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ｗｎ Ｓｃｏｔｔ Ｍａｄｅ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Ｖｉｔｏｒｉａ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ｐ． １５４．



学（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又称政治地理学〔６２〕 ）家，他们将地理学、人类学的知识融入政治学的讨论，创造出“地缘政治”
“生命政治”等一系列理论范式，为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形式的生存、发展、壮大提供了新兴学科的理论基

础。 例如，契伦的问题意识正是来自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贸易强国的挤压，他的初衷是试图倡导建立以德意志

为中心的多国联盟保卫自身。 这里面如何与战争权问题有关呢？ 他们将国家比作生命有机体，边界犹如皮肤

的伸缩，人口、资源都是这种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战争就是拓展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 不过，这些学说在 １９ 世

纪还主要停留在观念层面，而且只是一种为了在逼仄的欧洲空间生存下来的“自卫”理论，只有通过 ２０ 世纪豪

斯霍弗（Ｋａｒｌ Ｈａｕｓｈｏｆｅｒ）利用遗传学、优生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穿凿附会，推出“生存空间论”并进一步对之歪曲

和滥用，才呈现出令人瞠目的灾难性后果。
追根溯源，将国家比作有机体的做法并不是契伦等人的原创，更不只是豪斯霍弗“污名化”以后的一种种

族主义理论，这一脉思想有着漫长的欧洲学术传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有将城邦与人的灵魂结构进行类

比的做法，〔６３〕 中世纪基督教政治神学传统中有“国王二体论”的比喻；此外，伯伦知理和基尔克（Ｏｔｔｏ ｖｏｎ
Ｇｉｅｒｋｅ，１８４１ － １９２１）也有“国家有机体论”和“有机国家论”，例如，在前者看来，国家拥有男性的特征，不啻一种

高级的精神有机体，“国家的出现是独立于人的意志和创意的自然过程，其自身拥有生命、运动和成长的机理，
遵循进化的规律生成、发展和消亡”。〔６４〕 “生命政治”理论更是在 ２０ 世纪的福柯、２１ 世纪的阿甘本那里与左翼

思潮结合成了一种权力批判理论。
“政治地理学”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 １８ 世纪法国学者杜尔哥（Ａｎ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Ｔｕｒｇｏｔ，１７２１ － １７８１），他

与重农学派的联系和经济学成就往往使人忘记他对政治地理学的首创之功，《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大纲》堪
称政治地理学学科的奠基之作，他认为主权国家理论使得格劳秀斯以来的欧洲公法秩序不再可能，也即古典的

战争法不再可能。 不过，其最突出的理论特色在于“文明进步论的普遍历史观”，其政治地理学原理基于一种

商化文明优越论，这种优越论与孟德斯鸠的影响密不可分，就如 １９ 世纪英国人的文明等级论与苏格兰启蒙学

派的影响密不可分一样。 然而，“由于主权国家论与个体自由的自然权利论和商业文明的优越论黏合在一起，
凭靠自由民主文明论的主权国家就拥有了正当的战争法权”。〔６５〕 一个多世纪以后，拉采尔在逝世前一年为其

增订版的《政治地理学》添加了一个副标题：“或诸国家及其贸易和战争的地理学”（ｏｒ ｄｉ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
ｅｎ，ｄｅｓ Ｖｅｒｋｅｈｒｅｓ ｕｎｄ ｄｅｓ Ｋｒｉｅｇｅｓ）。 有学者评论道：“自有文明记载以来，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贸易和战争就是人

类的基本生存经验。 不过，古代与现代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很大差别，除了‘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整全的世界地

理视野之外，商业技术文明的出现是这种差别的决定性原因。”〔６６〕 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地缘政治冲突因为商业

理由而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质变对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权的发动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虚妄的乐观与失败的经济学预言

按照奈夫对战争法史的划分，１６００ 年之前，战争作为一种执法方式（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而存在；１６００ － １８１５
年自然法与万民法同时决定着对战争的理解，从 １８１５ 年到一战，战争转变为国家政策的工具。〔６７〕 就如同克劳

塞维茨所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反过来，“一切战争都可看做政治活动”。〔６８〕 然而，欧
洲难得的持久和平也说明，战争的规范性在急剧下降，战争虽然是工具，但却“不再是一种日常事务或实现政

治目标的‘善的’手段”，而是一种外交失败之后不得不使用的工具。 这些观念变化是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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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概念本文不作区分，相关研究参见方旭：《从地缘政治学视角看“生命政治论”》，《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７２ － ７７ 页。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５９ － １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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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主义观念在后启蒙时代潜滋暗长的证明，尤其到 １９ 世纪晚期，它们逐渐成为盛行于民众间的主流意识形态，
许多和平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纷纷成立，例如，广受欢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１２ 年成为帝国议会的最大政党。
在这种时代氛围的熏染下，民众普遍不再把战争视为社会弊病或政治失败的后果，而是一种民族国家之间不可

避免的竞争，甚至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建构性的积极力量。 他们心目中的战争还是 １８ 世纪那种两军之间的短

暂冲突，谁也没有预料随着商业资本的扩张，工业化条件下的战争到底会有何不同。 此外，许多社会达尔文主

义者鼓吹的“适者生存”观念也为战争合法性做了进一步正名，〔６９〕 庸俗化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与尼采的战争哲

学都被用于美化战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工具论被无情抛弃。
１９１４ 年初，经济学家约翰逊（Ａｌｖｉｎ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在历数近代欧洲战争与商业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提出：

并非所有的贸易活动都会成为战争理由。 他将历史上的贸易分为两类：一类以欧美内部的许多贸易为代表，往
往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的；另一类以殖民地、野蛮人、异教徒的贸易为典型，往往容易滋生战争。 在他看来，其
中的差别不在于交易对象的种类，而在价值领域和利润可能性方面的不同条件。 具体而言，在文明水平相近的

国家之间存在着相当统一的价值尺度（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而在文明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贸易则不具有这样的基

础。 的确，利用价值尺度上的巨大差异可以短时间内获得较大利润，但通常难以持续，这类贸易可以为称为

“剥削性贸易”（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ｅ），垄断是这类贸易的共有特征。 就像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能

容忍“入侵者”，对于美国毛皮贸易或非洲奴隶贸易，后来者也会被视为“入侵者”。 “如果外国人表现出强行从

事被禁止贸易的决心，不信任和恶意就会演变成不可救药的敌意。”〔７０〕 约翰逊坦言，以剥削性贸易为理由发动

的战争是不受战争法约束的。 究其根源，在于剥削性贸易长期处于西方价值体系的边缘。
但是，约翰逊断定剥削性贸易的时代即将过去，它已经完成了使命。 如今，西方的价值体系已经无远弗届，

不论是“中国和中亚的部分地区”，还是“非洲的心脏，一些偏远地区，如亚马孙河的源头和哈德逊湾周围的地

区”，都已处于统一的价值尺度之下。 如今，对外政策已经不会随着新政党的上台而发生太大变化，例如“英国

政府，无论是保守的、自由的还是激进的，都必须密切关注通往印度的贸易路线”。 因此，他的结论就是已经联

合一千年之久的战争与商业已经实现了分离。 然而，历史再次无情地证明：约翰逊还是过于乐观了。 事实上，
他话音未落，“一战”就爆发了，从事着“和平贸易”的列强们将全世界都卷入史无前例的残酷战火中。

因此，“无论我们用什么圆滑的措辞掩盖事实，所有的国际关系都意味着战争，是为了生存而与他人进行

的残酷斗争。 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发展的每一个行为，本质上都是战争。 人口的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对外贸

易、社会组织的改善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部力量和凝聚力，实际上都是对敌对国家的战争行为”。〔７１〕 在这个意

义上，１８ 世纪的启蒙哲人期盼用来代替传统战争的商业，如今成了战争的一部分，这的确是历史最为吊诡的地

方。
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不管其嘴里唱着怎样的高调：例如拓展文明疆域、建立贤明政府、传播

福音、废除奴隶制等等，“但是他们的心思主要是在生意上。 而且他们非常清楚，无私和慷慨对于实现这些高

调根本无济于事，罗兹先生把‘女王陛下的国旗’说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这个描述才是他们真正的

心理写照”。〔７２〕 很明显，霍布森这话影射的就是大英帝国。 他还断言，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由贸易将再次让位

于贸易保护主义。 自由贸易依然存在，不过是在帝国主义支配范围之内的自由贸易，这再次表达了“自由帝国

主义”的核心要义。 正如俾斯麦的名言所示：“自由贸易是强者的政策”。〔７３〕 同样，当代批判国际法学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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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是解释者的自画像，是强者的自画像”。〔７４〕 我们完全有理由模仿这种句式说：战争法是强者的自画

像，集中体现在战争权法理基础的嬗变之中。 问题只在于，似乎难以区分是作为强者的帝国选择了商业，还是

作为强者的资产阶级选择了帝国。

五、结语

沃伦斯坦认为：“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恒久的主题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跷跷板式的起

伏。”〔７５〕 国际法的“结构性悖论”也是这种现象的法律映射。 如前所述，近代国际法如果真的内含帝国主义性

质，其国际主义的面相又是如何与民族主义的成分并驾齐驱协调起来的呢？ 通过霍布森等人的观点可以推测，
帝国主义在根本上与民族主义并不冲突，甚至，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达，只不过是一种在

确立个别民族优先性的前提下才具有包容性而已。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法为何与其

国际主义的面相之间始终存在化不开的张力，也才能解释为何民族主义兴起的 １９ 世纪同样孕育了帝国主义。
然而，帝国主义时代的商业模式———自由帝国主义是柄双刃剑，不仅伤害殖民地，反过来也伤害宗主国，前

述鸦片战争后的两笔赔款即是证明。 质言之，帝国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私人势力的代表，政治国家只是资产

阶级谋利的工具，资产阶级寄生在帝国体内，而如果宿主妨碍了寄主的利益，则会被寄主反噬。 １９ 世纪欧洲战

争权的法理基础从自由贸易到自由帝国主义的嬗变过程表明：一方面，“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国内法都成为国际

法，而是帝国的国内法才能成为国际法，这一国际法又成为辐射其他民族国家国内法的效力来源”。〔７６〕 另一

方面，作为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法也被套上了类似的魔咒，因为任何普遍话语的流行都以主权国家的

承认为前提，无论这种普遍性诉求表达为何种符号，战争理由都有可能与此符号相关联，从而为战争权奠基。
１９ 世纪与 ２０ 世纪之交，近代欧洲的商业文明已经彻底变形和扩展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此引发的空间

革命对人类命运影响深远。 黑格尔与费希特对待拿破仑战争态度上的针锋相对，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以传统

陆地文明与新兴商业文明为代表的不同生活方式的路径分歧。 欧洲人打造的现代世界体系，使得资本就如梅

尔维尔（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笔下的“白鲸”引领着原本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劈波斩浪，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身份观

念和生存方式，这就是以英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代表的海洋性生存方式。 资本的这种全球自由流动，以前

所未有的扩张性姿态颠覆了传统陆地政治单元对空间的想象。 正如 １９ 世纪大英帝国治下的自由商人，他们将

跨国流动的资本和技术变成真正超国界的“普世价值”。 新时代的陆地与海洋之争似乎以海洋一方的压倒性

胜利而告终，英美自由主义带来的无边界、无根基、不确定的生存感觉，逐渐取代了立足陆地、守疆卫土的传统

家国想象。
然而，２０ 世纪以降的人类历史无情地证明：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并没有带来期盼已久的和平，资本主义内

在的基本矛盾依然根深蒂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反而成了诱发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 二战之后，此起彼伏

的局部战争从未停止。 若以商业理由为视角审视战争权的动力因，在于“剥削性”贸易并没有凭空消失，只不

过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潜伏进当今的国际秩序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掩护下的全球价值链将更顽固的不平等

分配原则嵌入各主权国家的体内，国内外经济贸易的密切联系空前加强，无限制的商业贸易在维持世界和平的

同时也埋伏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全球化背景下层出不穷的逆全球化现象就是表征之一。 但这些问题只能留

待另一篇文章讨论了。
（本文责任编辑　 马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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